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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是

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

点体现在：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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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率先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集

合，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前

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传播促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传播既是“五

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也使“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

有着坚实的政治理论支撑和一定的社会群众基础。对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的关系进行梳

理，既是还原历史的真实的需要，也是政治传媒化时

代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 
 
一、先进知识分子：“五四”时期政治 

传播的主体 
 

政治和传播的关系非常密切，政治活动本身就是

一种传播活动，没有传播就没有政治和政治生活，“政
治是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1](18)。“五

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而且深入发展，先进知识分

子的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功不可没。 
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到维新改良救国，再到

革命救国，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路。这

些爱国知识分子不仅是救亡图存的实践者，也成为近

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

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这一

点。”[2](559) 

在传媒尚不发达的“五四”时期，虽然报刊杂志已经

有许多，而且也有了一些大众化的报刊杂志，但总体

而言，传媒的大众化还无从谈起，政治传播还不可能

成为一般社会民众都能够进入的活动领域。这时，知

识分子不仅承担着创造知识的责任，而且还必须承担

传播知识的责任，因此，先进知识分子就自然在此过

程中成为了政治信息传播的主体，对政治思想的传播、

政治运动的开展、政治发展的深入起着传承和组织作

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追

求的理想境界，人格塑造、人文关怀和对理想政治的

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优秀品质。“五四”时期的

先进知识分子在继承这些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将这种

追求与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结合了起来。政治传播

既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也

对唤起民众的觉醒、推动整个民族和人民起来为争取

独立和富强而斗争起到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引导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参加到

了政治传播的队伍中来，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由

革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1919
年学生运动发生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

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杂志都刊登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的文章” [3](15)。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建立在共

产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以及这种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的基础上，先进知识分子构成了早期共产党队伍的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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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传播：“五四”时期先进知识

分子的自觉使命 
 

(一) 政治思想推介 

政治思想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

所进行的政治启蒙、变法维新、暴力革命，都是在学

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爱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译介资产阶级思想著作、创办

政治报刊、广泛传播外来的新思想、宣传政治变革等

政治传播活动，在探索近代中国救亡、立国、发展道

路上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政治思想推介是政治传播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政

治传播的重要内容。政治思想推介以及政治传播所造

成的社会影响能够弥补革命力量的不足，这在广大社

会民众尚未完全觉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如有论者

在评价政治传播载体之一报纸作用时所指出，“尤其在

政局动荡之时，报纸能迅速地鼓动广大民众，将民众

导向一定的目标”[4](241) 。 

“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

思想推介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并直接推

动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虽然这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思潮仍然很有市场，但这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思想开始得到日益广泛的宣传，并为其最终战胜各

种错误思潮而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思想的发展方向奠定

了基础。 

(二) 政治思想启蒙 

知识分子由于其对知识的掌握，使得他们最有可

能最先觉悟并承担思想启蒙的重任。列宁曾深刻指出，

先进的思想理论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这种

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

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

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5](319) 

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有名

无实，政治比以往更加黑暗，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民主

政治，传播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念更为重要。“五四”时

期的政治传播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传播进步理念、启发

社会民众、营造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社会舆论的重要武

器。早期的激进主义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

创始人的陈独秀之所以创办《新青年》杂志，其动机

正在于要对全国人民进行政治思想启蒙：“让我办十年

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6](65) 

先进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种政治传播和思想启蒙

不仅引起传统政治力量的关注，也使得政治新闻、政

治思想以及政治观点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关注的

重点，借助“书籍和报纸具有一种天然的动力，这就是

形成以集中化模式为基础的、全民族统一的观点”，
[7](316) 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和社会民众卷入到救亡图

存的政治活动中来。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启蒙与学

生、工人运动的相互呼应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帝

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卑劣行径一经先进的报人兼

知识分子邵飘萍传入中国，就引起了国人的愤怒，不

仅青年学生，一般社会民众也直接卷入了这场运动。 

(三) 政治思潮的引领 

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五四时期的知识分

子面对民族危亡，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思想的重构洪

流中，并将这种思想重构与爱国实践相结合，成为先

进政治思潮的引领者。 

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面向全社会传播

新闻，设定政治议题，对社会舆论进行诱导。近代中

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

的推介，而且也是为寻找国家出路所做的探索的一部

分，这种政治传播一开始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某些特点。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有效利用报刊杂

志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与意识形态公开联系了起

来，使政治传播的意识形态功能更加凸现，并使之上

升为一种社会动员的有效力量，这时知识分子的政治

诉求日渐鲜明地表现为运用新的政治思想来引领中国

前进。 

“五四”运动后期，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很盼

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

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

先驱者。”[8](30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先进知识分子通

过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论战在“五四”后期

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李大钊等早期共产

主义者也实现了由政治传播者向政治实践领导者的转

变。 

(四) 政治理想的实践者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预演，各种各样的

政治理想在这场运动中相继登台亮相。到了“五四”

时期，先进政治思想则逐渐力压其他思想占据主导地

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成功领导“五四”运动的同

时将这场运动视作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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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平台，并在此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

治理想、政治传播与群众运动的初步统一。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曾说过这样一

段话：“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

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著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

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

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

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

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

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

意的尺度。”[9](104-105) 

这就是说，社会运动对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

义，而社会运动需要先进理念的指导。因而，“五四”

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

治进步，并在政治传播的同时积极实践政治理想，自

觉充当了政治思想启蒙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的双重角

色，积极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理想的建构中。

但这种实践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式的，而不是革命者式

的，他们主要想通过政治思想形成、政治思想研究来

影响社会政治舆论。 

(五) 积极的政治参与 

先进知识分子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同时也是政治

活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就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

令”。在“五四”运动当天，陈独秀即撰写文章指出“什

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

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10](2)，声援和支持这场伟大的

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陈独秀本

人直接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国民直接

行动以图“根本改造”。他在 1919 年 6 月更因散发爱国

传单而被捕，度过了 3 个月的铁窗生活。 

“五四”运动是一场现实的爱国运动，与学生运

动密切相关的还有知识分子倡导、在全社会引起巨大

反响的抵制日货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如穆藕初指出：

“抵制日货虽属消极，然釜底抽薪，大可摧折强权，愈

持久而效力愈显。”[11](114)穆藕初等知识分子还在实际

中为抵制日货、发展民族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

民族企业都是由持有“实业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

起来的，穆藕初本人则于 1920 年结集华商纱厂巨子聂

云台、荣宗敬等组织了华商纱布交易所，抵制日本商

业侵略。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而进行

的斗争，不仅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也为新型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这时的

新型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由单纯的政治思想传播转向政

治思想传播与政治参与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

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这时

崭露头角的。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知识分子政治传播与政治

实践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的全国 53 名党员中，只有 2 人是工人，其余 51 人皆

是知识分子。这时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先进知识分子

日渐成为政治革命的主体，完成着身份的转变。 

正是知识分子这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态度，以及对

民族、国家、人民所抱有的责任感，不仅使得先进知

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体力量，而且党在成

立时也将知识分子作为和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无

异”的力量来看待的，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即确认“党

内、党外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无异于产业工人”，因而“凡

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的人，经

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

成为我们的同志”[12](47)。 
 

三、“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

播的时代特点 
 

(一) 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引介、

宣传甚至讴歌，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起了开路作用，

同时也成为开化民智、扩大民视的主要力量和渠道。

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藩篱，不仅

关怀中国当下的处境，而且能够从世界范围找寻社会

制度发展的趋势，为中国设计未来，资产阶级政治维

新和资产阶级革命所反映的正是为寻求出路所进行的

探索。 

到了“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中具有早期共

产主义思想的那部分人逐渐分离了出来，在反思政治

传播效果的同时，逐步确立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

心。这种分离和抉择，既说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

出现了巨大分化，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发展，也说明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进行政治传播、政治运动的过程

中所选择适合中国道路的历程是艰难复杂的。 

1920 年 4 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

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



第 1 期                                    权宗田：“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61

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

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

地。”[13](516)这既说明了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中西文化

的正确态度，也揭示了“以俄为师”的转向、社会主义

思潮确立主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刻原因。 

在政治实践中，“一大”前后陈独秀也多次明确反

对照搬外国模式。可惜的是，陈独秀在领导中国共产

党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却受到俄国革命经验的消极影响

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理论问题，经过中国

革命实践的多年摸索，最终由毛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回

答。 

(二)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有论者曾精辟指出，就“五四”时期的社会环境而

言，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一身二任”：一方面，作为

思想界的盗火者，他们担负着启蒙民众、传播理性的

精英使命。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革命的一分子，他们

又肩负融入大众革命洪流，助革命以成功的责任 [14]。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型政治文化

传统的重要内核，“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政

治传播时秉承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将政治诉求与政

治传播活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陈独秀在《新青年》

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指出：“本志《新青

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我现

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

乃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15]  

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广大知识分子对国内政治发

展的期待更大，改造愿望也更强烈。1919 年 1 月，陈

独秀发表《除三害》一文，强调“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

治的觉悟”，甚至在必要时“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社

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

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

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6]在“五四”发生后陈独秀

进而喊出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17]。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在

完成近代化角色转变的同时，成为抨击旧的封建专制

制度和军阀势力的主导力量，“五四”后期具有共产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

同时，开始将政治传播与发动民众改造旧的不合理的

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创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三) 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相结合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精

神追求，从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到“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自觉地担当起了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这使他们

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同时进行着艰难的政治价值的选

择。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政治传播并不单

纯是引进西方的政治文化，也不只是单纯的进行政治

传播，而是将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

强调知识分子要将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的选择结

合起来。如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在 1901
至 1915 年间曾做出过多种职业选择和政治探索，如留

学日本、组织学社、发起爱国会、参与暗杀团，但他

发现这些都不能解决民族危机和国家富强的问题，在

此过程中他认识到社会思想启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

他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综合性杂志，他

说：“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

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

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18]明确

地把这种职业选择定位在唤醒民众以“适用生存于今

世”的价值取向上。 
“五四”以前的先进知识分子大都是具有民主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资

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也

曾信奉过民治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但都遭遇

失败，宣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而恰在这时，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本身

的优越性加上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对华采取了不同

于帝国主义的友好态度，“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

对苏俄的经验进行了大幅宣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也给中

国人民提供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种选择

——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更是成为

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一批党员，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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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were the subjects of the political propag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y took propagating politics as their conscientious mission and shoulder the task in political thought 
introduc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ey were the leaders of the political thinking trend and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The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ropagation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were embodied as follows: the combination of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thought with sele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ity and practice of advanced though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aking social obligations with selection of politic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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